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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军队在上高会战中的战略战术博弈
贺怀锴 安琪

  摘要:1941年的“上高会战”是日军首先发动的以打击国民政府第十九集团军作战能力、掠夺物资为目标的扫

荡战,但日本在战略上摇摆不定、处于自我矛盾之中,在战术、军事行动上,各部亦未能有效配合,最终陷入国军的

包围,损失惨重。而战前国民政府对于日军可能要南进的战略有较为准确的认识,同时第九战区对于日军进攻上

高、高安地区的可能性也有高度警惕与清醒的判断,并做过一系列战前准备。战时各阶段国军将领指挥得当,能够

掌握主动权,军队多能按作战计划完成既定任务。在国民政府的恰当布置下,这场反扫荡战演变为颇为成功的围

歼战,上高大捷被誉为“开战以来最有精采之作战”。总之,上高会战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型战役的代表,具有一定

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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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会战”(日方称“锦江作战”)发生在赣西北的上高、高安地区,自1941年3月中旬开始至4月上旬结束,
历时20余日。此役国军重创日军,取得上高大捷。上高会战是国民党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一场颇为难得

的胜仗,但学界给予的关注却不足。目前关于上高会战的研究主要在抗日战争通史类的著作中有所提及,相关论

文则侧重于战争过程的概述和胜利原因的探讨①,而忽视了对战役前的中日战略动向、战前备战、战役中的战术

较量等方面的关注。就国民党正面战场而言,学界一般较多关注大型会战,而对相持阶段的中型战役关注较少。
而相持阶段的中型战役是抗日战争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宏观的战略局势紧密关联,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从
中亦可透视出国军在中型战役中的战前判断、战略战术等内容,对这些相持阶段的中型战役进行系统研究很有必

要。上高会战即为其中的一例。本文以上高会战为例,依托中日双方档案、资料集、报刊、日记等史料,力图突破

以往仅简单阐释战役基本经过的研究模式,通过多元史料的对比印证,对这一战役的战前情形、战中战术、战后宣

传等方面进行系统的阐述与考证,以丰富抗日战争中型战役的研究。
一 战前日军的战略动向与战役目的

南昌为水路交通要道,同时也是国民政府的航空基地,威胁着日军占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鉴于南昌战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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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谈及上高会战的相关著作有: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6-229页;张宪文、陈谦平、陈红民《中国

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1-862页;等等。上高会战的论文成果则有:廖信春《上高会战胜利原因简析》,《江西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第62-66页;戴佳臻《一九四一年的上高会战》,《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7期,第57-59页;邹
耕生《上高会战述评》,《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12期,第73-77页;隆鸿昊《对上高会战细节的几点考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9年第5期,第6-9页;等等。



置之重要,1939年3月上旬,日军发起南昌战役,并于27日占领南昌①。4月至5月,国民政府对南昌展开了反攻

战。5月5日,白崇禧致电蒋介石称,国军“已尽甚大之努力”而未能攻下南昌,遂主张“重新拟定计划”②,在赣西

地区予敌打击。蒋介石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于5月9日下令终止南昌反击。国军在南昌的军事行动,证明国军在

江西尚具实力,具备一定的反击能力。罗卓英任司令的国军第十九集团军所驻扎的上高、高安一带,处于抗击日

军正面战场的前线,是长沙的东方屏障,战略位置颇为重要,因此罗卓英部对日军可能发起的攻势有所预判。然

而,就整体宏观的战略态势而言,国民政府虽对此地区可能爆发的战争有着高度的警惕,但属于被动应对的一方,
战争发起的主动权仍掌握在日方手中。

(一)战前日军的战略动向

在武汉会战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作战阶段。其一,在军事战斗上,此后日军虽发起了随枣战役、第一次长

沙战役、桂南战役、枣宜战役等进攻,但未取得显著战果,冈村宁次在1940年3月时就承认,日军行动未能摧毁中

方的“抗战企图”③。伴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守备兵力的增加,日军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日益突显,发起大规模会战

愈发困难,以有限的兵力“迅速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了”。其二,在政治诱降上,1940年初,日本启动

了诱和蒋介石的“桐计划”(日方表述为“桐工作”)。重庆国民政府最初对此寄予期望,但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尤
其是百团大战的胜利,中国人的抗战信心倍增,时人普遍认为中国还有很强的力量,没必要谋求屈服性和平。基

于这一抗战形势,国民政府不得不决定“暂行搁置”议和计划;日本驻港武官铃木卓尔在给“桐工作”负责人今井武

夫的报告中,亦指出谈判“没有迅速进展的希望”④,日方随后决定暂时中止“桐工作”。随着“桐工作”的停顿,日本

方面对类似的直接工作,一齐调整为静观的态势,停止采取积极措施⑤。鉴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政治诱降国民

政府的两条路线均告无望,日方对解决“中国事变”的态度逐渐趋向消极。1940年11月,日本大本营下发的《中国

事变处理纲要》便称,至1940年底,与重庆政权仍不能实现和平,则不论形势如何,断然向长期战方略转移⑥。日

本在中国战事未结束之时又欲谋划南进⑦,其在中国战场转入较为保守消极的长期持久战已势在必然。同时,这
也意味着日本将要削减在华兵力,甚至放弃原有的一些占领区,这引起了日本高层的激烈争论,天皇也颇为不

满⑧。日本高层的摇摆不定,导致原先决定的长期战体制被推后。
此时,日本陷入了转入长期战体制的现实需求与不甘轻易放弃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矛盾之中,并在1941

年1月日军参谋本部所制定的《对华作战长期指导计划》中得到充分体现。该文件规定,“作战以维持治安与占领

地区的肃正为主要目的,不进行大规模作战,必要时在短时间内,实行近距离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地区,
返回原驻地为原则”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日军参谋本部对华作战的消极态度。但令人感到矛盾的是,此指

导计划依然坚持“准备在昭和16年(1941)夏秋时期,发挥综合战力,给敌人以重大的压力,力求解决事变”,即

1941年“秋季以前不放松对中国的压迫,在夏秋时期以积极作战力求解决中国事变”,虽称之为《对华长期作战指

导计划》,而1941年秋以前“不包括在长期作战计划范围以内,依然要继续进行决战”,说明此时日军依然没有放

弃通过积极作战的方式以寻求事变的解决。但这种所谓“积极作战”是仅就1941年秋季之前而言,所谓“事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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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南昌攻略戦」、『第11軍作戦経過の概要並に所見 昭和13年』、17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
イル:陸軍一般史料、C11112057900。
《白崇禧电蒋中正南昌逾限未能攻下请予宽宥重定计画》(1939年5月5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一阶

段作战经过,档号:002-020300-00012-064。
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5页。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今井武夫回忆录》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36、178、178页。
『22今後ニ於ケル対重慶工作処理要領』、629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

C12120068700。
『2、支那事変処理要綱 昭和15年11月13日』、264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

C12120206600。
『世界情勢の推移に伴ふ時局処理要綱 昭和15年7月27日』、925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
陸軍一般史料、C1212020080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田琪之、齐福霖译,宋绍柏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3页。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2卷中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3种,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950页。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01、102页。



决”即指使国民政府屈服日本,这在日军对华作战逐渐消极、开始谋划南进之际是难以实现的。指导计划中多次

描述通过外交施压、经济封锁等综合手段欲使国民政府屈服,所谓1941年秋季之前的积极作战并不是大举西进,
而是日军不甘心立刻转入长期作战体制,轻易缩减在华兵力,而对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带有尝试性的行动。对

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就曾提出看法,认为“迄昭和十六年末之前解决中日战争一事谈何容易,虽不惜努

力一试,但并无确信”,甚至直言“此案只能当做努力之目标即可,但,如果要切实付诸实行,则不合乎实情”①。时

任陆军次官的阿南惟几在相关会议上,也对积极解决中国事变表示忧虑②。
在宏观指导计划之下,1941年2月14日,中国派遣军召集各方面军和各军的司令官在南京召开会议。中国

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在会上指出,“今年最重要的任务是全军一致竭尽全力粉碎敌人的战力,并在占据地区

确立治安,配合其他各项措施,取得显著的成绩。战略指导的要点在于,在以治安为主的地区更加彻底地确保治

安;在优势的敌人正规军聚集的地区,不断地积极地进行作战,摧毁及消耗敌人的抗战力”。这表明了中国派遣军

在1941年的宏观战略方针,一是在占领区(华北为主)进行更加彻底地确保治安,即后称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
二是在正面战场进行积极作战以消耗国民政府的抵抗能力,但其中又特别强调了所谓的“灵活、短距离截断作战”
这种消极的作战方式。而司令部设于汉口,主要负责湖北、湖南、江西方面作战的日军第十一军,2月23日召开兵

团长会议,下达新年度作战计划,其中称“军的任务与总军毫无差异,各兵团要积极不断地依靠灵活、短距离截断

进攻作战消耗敌之战斗力量和确保压倒敌人的地位”③。按既定的双重规划,于是便有了上高战役。
由于要进行华北治安战,华北兵力不足,日本之中国派遣军决定抽调驻守在安义地区的第三十三师团到华

北④。因为日军要通过积极作战来消耗国民政府的抵抗能力,在日军第三十三师团调走前,日方欲凭借较多的兵

力,进行一场以打击中方第十九集团军为目的的联合作战。只有把上高会战放置于这样宏观的战略之下,我们对

于上高会战的发生及其背景才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二)日军的战役目的

上高会战始于驻守安义地区的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准备调往华北之前,日军准备集结第三十三师团、第三十四

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对上高地区驻扎的国军第十九集团军进行一次作战。日本发动锦江作战的战役目

的,是将国民政府第十九集团军第七十军和第七十四军的战力摧毁⑤。据国民政府截获的日军文件记载,日军以

第三十三师团为右翼、第三十四师团为中路和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为左翼,三路直指上高地区,“企图预定窜陷上

高后,即行撤退”⑥。但事实上,日军两个师团的作战目的并不统一,相互之间的配合问题重重。
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师团调走前有予敌一击的惯例,第三十三师团调走也是如此,但这个所谓“给敌一击”在不

同兵团中有着不同的理解。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比较消极,其作战计划称,“师团与第三十四师团相策应,从左侧攻

击第七〇军,将其压制在锦江”⑦。显然,第三十三师团未准备作为主力进攻,作战时亦未彻底完成压制第七十军

的目的,仅是攻占部分地区,并与第七十军进行一些战斗,便自以为完成了作战计划而开始回撤,整个过程未见其

与第三十四师团有太多协调。从后来第三十三师团在国军围歼日军时迅速回援和之后参加了中条山战役的情况

来看,其损失并不算特别大。之所以回撤,是因为其未将占领上高作为作战目的,未做好攻坚作战的准备。从第

三十三师团第二一四联队矢野大队长给其部下下达“士兵备五天一餐口粮,马带粮秣三天”的命令⑧,可看出其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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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陆军作战(三)欧战爆发前后之对华和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三,廖运潘译,“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987年版,第449、450页。
『昭和16年1月 機密戦争日誌(1)』、240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 センタ 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

C1212031750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04、124页。
『第5章 昭和16年に於ける作戦』、1393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

C11111991700。
『錦江作戦 自昭和16年3月15日至昭和16年4月2日』、527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

一般史料、C11110446600。
《贺耀组呈蒋中正上高会战经过概况》(1941年4月4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二阶段作战经过,档号:

002-020300-00013-06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25页。
黄宣成《胜利的回忆,会战的演成》,全国政协《闽浙赣抗战》编写组编《闽浙赣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年版,第309页。



备动员并不充分,作战方针比较消极。
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却十分积极。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在日记中写道,“总军虽有些悲观,但仍稳

健。南昌驻军则在作战上信心很足”①。总军即中国派遣军,南昌驻军即第三十四师团。与第三十三师团比较消

极,只想在调走前予敌一击不同,第三十四师团“从头开始就有趁此机会摧毁第一九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上高的

企图”②。第三十四师团积极备战,“自2月中旬就开始紧急装备野炮兵联队,并把缴获的山炮及迫击炮改为马驮

进行训练,还大量征用中国民伕积极进行作战准备”③。第三十四师团虽有明确的战役目的,但在国军看来却造

成了诸多失误,“对我军力量估计过低”,犯了“轻敌”之错,加之以往所进行的扫荡战胜利结果而产生的“骄妄”行
动,又犯了“忽敌”之错④。这注定了其失败的结果。

尽管统一在“消耗敌之战斗力量和确保压倒敌人的地位”这一战略目标之下,但两个师团的作战意图不统一,
加上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一共三个兵团并立作战,第十一军竟没有特别为此设置司令部战斗指挥所,而是由平

时的汉口军司令部进行指导。据中途接任汉口军司令部参谋长的木下少将说,“在军的根本计画中,对并立作战

的师团未给予直接指导,只指示了攻击目标及作战期间,令各师团各自实施作战,这种作战计画简直是在胡

闹”⑤。这导致第三十三师团与第三十四师团之间难以配合作战,担任主攻的第三十四师团十分积极,以覆灭第

十九集团军所在地的上高为战役目的;而第三十三师团作战目标比较消极,仅仅是简单策应第三十四师团,完成

调走前与敌一击的战役目的。这种矛盾感的背后是侵华日军日渐困难的处境。2月23日召开的日军第十一军兵

团长会议,就指出,“军正处在这样的困难局面:在第一线要豁出战力的消耗,另一方面又很难恢复和增强国防力

量”⑥。究其根本,是日本军国主义无限膨胀的野心与欲望和其有限的国力之间的矛盾。
上高战役的发动与日本宏观战略态势是紧密相连的。1941年初,日军宏观战略目的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

由于南进的需要以及解决“中国事变”尚没有进展,故而要转向长期战体制,并削减在中国的兵力;另一方面,日方

内部很多人不满在华削减兵力,因而将转向长期战体制的时间推后,想在1941年通过积极作战与经济、外交配合

以迅速解决“中国事变”。这种矛盾亦反映在直接在华作战的中国派遣军身上:一方面称要在昭和16年(1941)努
力解决“中国事变”,另一方面却高唱“短距离截断作战”这种较为消极的作战方针。这种矛盾又体现在具体的上

高会战中。上高会战虽为日军主动发动之战役,却在会战开始前充斥着各种矛盾,这些矛盾实际上就是日军宏观

战略矛盾的具象化。
二 国民政府的战略判断与战前准备

国民政府对日军的战略转向以及在江西发起的上高战役目的有着较为准确的预判。罗卓英指出,日军发起

上高会战是“企图一举攻略上高,打击我之军力,窜扰清江樟树,夺我之物资”,进而达到“巩固南昌”的目的,最终

达成其“抽兵”至其他地区的阴谋⑦。负责上高地区的第九战区,在侦知日军企图的情况下,提前做了准备,最终赢

得了上高战役的胜利。
(一)国民政府的战略判断

武汉会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军政要人就中国战场的未来走向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李宗仁指出,武汉会战

后,“敌人因深入我内地,战区扩大,补给线延长,兵力不敷分配,也有陷入泥淖之势。故无力对我作全面进攻,只
有对各战区不时作间歇性的战斗”⑧。这一预判基本符合事实。蒋介石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就寄希望于国际干

涉,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更在思考如何使中日战争国际化。他在日记中写道,“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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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卓英电蒋中正自十五日敌进犯至二十八日我开始追击两周间上高会战概要》(1941年3月30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八

年血债(四十五),档号:002-090200-0006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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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卓英电蒋中正第十九集团军上高会战情形》(1941年4月10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四十三),档号:002-
090200-00067-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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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与各国干涉”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后,蒋介石立刻提出一项战略性的谋划,即注意“如何使中倭战争牵

入于欧战范围之内,使与欧战共同解决”②。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意味着日本与英美处

于敌对状态,暴露了日本对太平洋的野心。此时日军战略动向的转变已经纳入国民政府的考量之中。
对于日军1941年的宏观战略动向,国民政府预判日军有南进企图,意味着日军向西继续大规模进攻的可能

性降低。1941年2月24日,蒋介石指出,“若以倭目前对泰越与海南岛之动作而论,美倭势非决战不可”③。2月

27日,时任第六战区司令的陈诚上书蒋介石称,日本“与德意春季攻势配合,实行南进,公算甚大”④。而对于日军

南进与中国战场的关系,时人指出,“在日人南进中,中国的抗战始终是最强劲的阻力。日人企图‘冻结’‘中国事

变’,以便其遂行南侵,结果将必失败。中国抗战,非把日人的侵略野心消灭,非完全达到抗战之目的,决不停止,
中国的抵抗一天继续下去,则‘中国事变’一天不能‘冻结’”⑤。“中国事变”为日军南进最大阻力,若要南进则日军

在中国战场的战略动向必有转变。第十九集团军总部参谋处在上高会战后所编的《上高会战概述》中总结道,“倭
阀西进大陆政策的迷梦,经我四年来之抗战打击,已深陷泥淖,无力自拔,乃企图混水摸鱼,乘英、美有事欧西之

秋,发动南进,窃取资源。但欲发动南进,以先天不足的倭国,决难再由国内扩兵,是必由西进中抽兵,以行转用。
去冬南宁的退出,即其明证。其余各战场为遂行其部份的抽兵,并为巩固其既占的城镇,乃以先发制人之阴谋,对
我各战场实施其所谓扫荡战”⑥。

(二)战前国民政府的准备与决策

赣北地区作为前线,国民政府对日军进攻的可能性有着较高的警惕。直接指挥上高会战的罗卓英称,“我军

在赣北方面之作战指导,对于敌人来犯,早经策定反击计划”⑦。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

称,“依据本部廿九年四月颁布之反击作战计划,敌如向高安、万载进犯时,则诱敌于分宜、上高、宜丰一带地区反

击而歼灭之”⑧。可见,第九战区对于日军的进攻早有准备。处于一线的战情预判,足以让国民政府对日军的大举

进犯提高警惕。
在上高会战前夕,国民政府对于日军的进攻已经有所预判。其一,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积极备战,大量征用中

国民夫。日方认为,“征用民夫一事会很快传到重庆军那边,而使其加强防备,这也是中国战场上的常事”⑨。其

二,国军侦知日军转运兵力。早在1941年3月3日,罗卓英致徐永昌等的电报中,便通过对日军在南昌、安义的增

兵,以及日军飞机对赣江西岸国军阵地的侦察,判断“敌似有进扰企图”。为了迷惑国军,日军在“南浔铁路北上

火车,每一车厢的窗口均露出人枪。南下火车,则车窗紧闭”,造成日军向北撤兵的假象。但第十九集团军参谋处

通过坐探传来的各种消息综合判断,“北上露出人枪,系迷惑我军的假象,南下火车车身沉重,必满载部队与武器

装备。判断南昌方面之敌,必有向我大规模进犯的企图”。由此可见,在上高会战前,国军已经对日军的进攻企

图有了较准确的判断。
同时,第九战区颇为重视士兵的整训,且取得了较好成效。其中,后来在上高会战中表现极为突出的第74

军,参加了1940年的第三期整训,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士兵的作战能力。上高会战中,第74军第51师补充团多

为新兵,但在作战中,“当敌偷渡锦河时,亦能精确瞄准,沉着射击,将敌击退……卒能达成任务,且获步枪七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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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原其故,实皆由于平日训练注意射击与战斗十三条之功也”①。日方也指出,第九战区军队的“整训收到显著效

果,弹药等的补给也较充足,所以其战斗意志不可轻侮”②。从中可以看出,战前第九战区对士兵的训练颇有成效。
罗卓英认为,上高会战验证了军队“战斗力之重要”,并提出以后“国军应特别注重训练与军队素质”③。

上高会战前,一个颇为重要的调整是第九战区与临近的第三战区进行了重新划分,将原来以赣江为分界线改

为赣江东岸的部分地区划归第九战区,同时将原属第三战区的第49军划给第十九集团军指挥,增强了十九集团

军的实力。在未进行战区调整前,罗卓英曾抱怨,“赣江东岸的部队,平时不归本集团督训,战时才拨归我指挥。
各部队情况一切不明,打了败仗就要杀我的头”。十九集团军还致电军令部,请求重新划分战区界限,“南昌方面

为一整体,赣江两岸的部队统一指挥后,无论攻防,均多便益”④。随后,军令部批准了这一战区调整的要求。罗卓

英在总结上高会战经验教训时指出,“改划作战地境,得将赣江东岸部队尽量抽调应援,使态势变内线为外线”⑤。
这也是上高会战胜利之重要原因。

(三)国民政府战术的确立

基于国民政府对日军的战略预判以及对南昌方面日军可能发起对上高攻势的估计,第九战区薛岳和罗卓英

制定了较为明确的战术,即初则“运用磁铁战术,逐次诱敌深入,予以消耗”,在南昌至上高间设置三道防御线,将
日军诱至第三道防线前,继则“运用包围战术,实行长围封锁,加以歼灭”⑥。同时,在会战开始前的一两日(即

1941年3月13日),第十九集团军策定的作战指导中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作战计划,“集团军为收复南昌,在此准

备时期,第一线守备部队,应就现阵地尽力消耗敌人,敌进犯时则逐次抵抗,俟敌进入第三阵地线前,则以突击军

及师之加入,与敌决战”⑦。虽然此作战指导称是为了收复南昌,但指导内容基本都是对于日军进攻的部署应对,
收复南昌更多是一种政治军事上的表态。此作战指导策定于会战爆发前的一两日,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上高会

战中国军队的作战指导方针。罗卓英在总结上高会战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大军作战,平时应策定详密之作战计

划”,以此为“作战之准备”⑧。他认为,上高战役之所以能够取胜,原因之一在于有了完整的计划。
国民政府战前虽有准备,对日军进攻有所预判,但未料及日军发动作战之具体日期。3月15日,日军发动进

攻时,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正在吉安,副司令刘膺古正在南岳,大事由参谋长罗为雄处理。在战争爆发之

初,第十九集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的执行存在争议。3月17日,罗卓英返回上高后,第十九集团军对于敌情判断

依然存在争论。其中,第十九集团副参谋长黄华国“判断敌人为扫荡战,待敌撤退时再予掩击,可收事半功倍之

效,所以力主撤退上高,不予决战”⑨;参谋长罗为雄也主张撤退上高。鉴于上高是第十九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且
建有防御工事,以此固守堪称以逸待劳,且上高以西无阵地可守,日军若继续西进,则后果十分严重。罗卓英最终

决定固守上高,原来存在于纸面上的反击作战计划,正式确立为上高会战的作战指导。尽管日军奉行短距离截断

式作战,确实不以西进扩张占领区为目的,但事后国军再追击则难成围歼之势,此战可能仅会成为抗日战争中一

次普通的拉锯战。罗卓英的决断,为上高会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可见临阵将领的指挥与决策也十分重要。
对于国民政府高层,战前的宏观判断更多体现在对日军南进的判断,而日军南进则意味着其对中国战场的战

略动向有所转变。第九战区和第十九集团军则对南昌方面日军进攻之可能有着高度警惕,且颇为重视士兵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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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并为了更加灵活地应对进攻,在战前与第三战区进行了辖区与部队的调整,通过各种情报判断了日军的进攻

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三 中日军队在上高会战中的战术较量与战斗

上高会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3月15-19日,日本三路进攻与国军磁铁战诱敌阶段。此阶段,国军首

先阻断日军南北两路,使其中路孤军深入,为合围中路奠定了基础。3月20-24日,日军中路突进上高与国军的

包围战歼敌阶段。此阶段,日军中路孤军深入,陷入国军包围圈。3月25日至4月9日,国军围歼追击与日军的

突围回撤阶段。此阶段,日军急令北路第三十三师团驰援被围的第三十四师团,在第三十三师团的支援下,第三

十四师团脱离包围圈,但各部均损失惨重。
(一)日军三路攻势与国军的磁铁战诱敌

日军按既定计划,以北路第三十三师团和南路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协同中路第三十四师团,兵锋直指上高,
旨在摧毁国军在上高区域的主力部队。北路第三十三师团于3月15日由安义经奉新犯上富,并于19日“即行回

窜”①;南路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于锦江南岸进军;中路第三十四师团由南昌西部之西山万寿宫出发,沿锦江北岸

经高安,直指上高。
关于北线第三十三师团的撤退问题,中方与日方持有不同的观点。先看中方的观点。罗卓英指出,第三十三

师团是日军合击上高的重要一部,即“北路与南路敌,先中路敌发动,其企图显然欲以两臂合抱之态势,先捕捉我

军主力于高安、上高间地区而歼灭之”②。第三十三师团在发起攻势后,即遭遇了国军第七十军的阻击,在攻陷奉

新、上富地区后便开始撤退。中方认为,第三十三师团是遭到国军的进攻后被迫撤退,是国军使其离心转进而不

能合围上高的战术。蒋介石在发给各地方高级将领学习上高会战经验的电报中指出,“我七十军凭借潦河两侧高

地,节节予敌打击。十八、十九两日,在甘坊、上富地区,向三十三师猛烈夹击,敌伤亡约两千五百余,我七十军亦

伤亡甚重,卒将此路敌军击破”③。第十九集团军总部参谋处编写的《上高会战概述》记载,“北路残敌于十九日回

窜时,复遭我尾击、截击,被歼大部”④。《中央日报》关于战役胜因的报道也称,“敌右翼被我李军首予以溃灭之打

击”⑤。再看日方的观点。日方称第三十三师团将敌军击破,完成预定作战目标任务,于是恢复原态势⑥。中日双

方无疑都对作战进行了有利于己方的历史书写。
事实上,日军各部作战意志不一,其作战目的是有所不同的。第三十三师团的作战任务并非占领上高,而中

方第七十军的作战也并不顺利。从薛岳给前线的电报中可知,“七十军战斗初期作战不力,应予严办,希饬努力达

成新任务,将功补过”,倘仍畏缩不前,贻误戎机,“定按军律议处”⑦。从第三十三师团后来回援被围日军来看,其
作战能力未受太大打击,其撤退是因其作战目的比较消极,对中方第七十军进行一定的打击和占领部分地区后,
便自认为完成了任务,并非蒋所说的“卒将此路敌军击破”。第三十三师团自认为完成的作战任务没有太多实际

意义,甚至会起到反作用,“第三十三师团达到的作战目的,势必使重庆军攻击第三十四师团的右侧背”⑧。国军充

分利用了日军的各路不协同的错误,大胆地由非决战正面抽兵,化内线为外线,化被动为主动,形成包围之势。
南路之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则遭到国军战力较强的第五十一师(属第七十四军)和由赣江东岸调来的第二十

六师(属第四十九军)阻击,陷入苦战。日军的北路与南路均被国军阻击,陷入与国军对峙的泥潭,不能与中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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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上高。罗卓英进而认为,日军发起上高会战的“两翼已折”①。尽管在北路日军撤退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持有不

同观点,但无论第三十三师团北撤是遭国军之攻击被迫撤退,还是自认为完成作战计划而自主撤退,从客观的作

战态势来讲,都符合国军摧折日军两翼的计划。
担任中路主攻任务的第三十四师团,明知南北两路不能按计划合击上高,依旧“迷梦未醒,孤军冒进”,攻陷高

安后继续向上高西进,突入国军预设的第三线决战区域,迎战战力最强的国军第七十四军,而此时国军“袋口既

张,囊底弥固”②。日方宣称的中路日军的高歌猛进,在中方看来,则是主动放弃高安,诱敌于第三阵线的决战地

区。北路日军先行撤退,南路日军则受国军阻击而陷入苦战,中路日军孤军深入,战争胜利的天平已开始倒向国

民政府。《中央日报》便以《赣北战局 我居主动》为标题发布军委会一周战况总结,“在寇方说,似乎进展甚速,但吾

人判断,恐怕最近将来,败退亦必甚快也”③,这一判断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二)日军中路突进上高与国军的包围战歼敌

3月19日,日军北路三十三师团已经开始撤退。20日,中路日军“窜抵上高附近”④,猛攻上高附近区域,与国

军第七十四军展开激战。南路的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因遭到国军数次攻击,只能北渡锦江与中路日军会合,其分

兵独立南进的赣江支队也遭到国军反击,难以推进。南路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与中路日军会合后,又欲向西南方

向进攻石头街一带,以图进攻上高侧翼,与中路合击上高,却又与锦江南岸紧急回援的国军发生遭遇战,其目的未

能得逞,便于24日返回高安。面对中路日军的猛攻,如上高阵地能够守住,国军则有时间调集北翼第七十军和南

翼第四十九军实行包围。若上高阵地失陷,上高以西无阵地可守,日军可向东南迂回扫荡,其打击国民政府作战

能力、掠夺物资之作战任务可大体完成。
上高保卫战进行得十分激烈。日军第三十四师团虽成孤军深入之势,但仍不肯撤退,继续猛攻上高。为达到

“攻略上高之目的”,日军还利用空军优势,发动“陆空协同”作战⑤。日军第三飞行团长远藤少将在致第三十四师

团长大贺茂的信中称,“上高占领即在目前,请继续奋斗,以收赫赫战捷,不胜盼切”。在会战最为激烈之时,“敌仍

在飞机三十余架轰炸下,集结最大兵力,向我下陂桥阵地猛犯,演成上高核心区最激烈之争夺战。是日一日间,全
线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⑥。《中央日报》转中央社电称,“十九日起全线复展开血战,敌机三十余架,战车二十余

辆,不断轰炸猛冲,泗溪官桥石头街(上高西南)各地,失而复得者再,我将士浴血奋战,卒将进犯上高之敌击败”⑦。
由于国军的奋战,日军始终不能攻克上高,面对日军的进攻,“我七四军均能确保阵地,以待合围态势之形成”⑧。

正是由于第七十四军在上高的坚守,为国军北翼第七十军和南翼第四十九军包围日军赢得了时间,同时第九

战区派出第七十二军向上高以北地区挺进,进一步加强了左翼力量,将日军“压迫于南茶罗、官埠桥地区”⑨。最

终,上高地区日军“不能击破我正面有力部队,反而投入我包围圈内”。中央社电称,“我军对进犯上高之敌,于二

十三日乘狂风暴雨敌机械化部队活动困难之际,对敌完成四面包围形势,截至本日(二十四日),我渐次缩小包围

圈,展开伟大之歼灭战,迄午后三时,敌弹尽援绝,以飞机三十六架运送粮秣至敌阵中,企图苟延残喘,向我作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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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逞,无如敌大势已去,乃图向东北突围溃窜,我正加紧围歼中”①。
(三)国军围歼、追击与日军的突围、回撤

3月25日,日军第三十四师团见攻占上高已无可能,且意识到国军的包围圈已经开始收紧,于是向位于汉口

的第十一军司令部求援,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急令第三飞行团协同第三十三师团向棠浦方向急进,以救援

第三十四师团②。同时,第三十四师团开始向东北方向突围,在官桥附近的预备第九师(属第七十军)难以抵御日

军两个师团的前后夹击,“遂陷苦战境地,前后交通通信均被截断,腹背受敌,而敌机之轰炸亦更加猛烈,伤亡至为

惨重”③,于是北撤,致使敌突围军与增援军合流。27日,罗卓英决心“更澈底集中兵力对敌实施四面包围”④。尽

管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回援,但国军依靠人数优势,并运用地形条件,灵活调兵,形成数次包围之势,使日军损失颇

多。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称,“不时和顽强地尾随追击的敌人进行激战,展开全部兵力以求摆脱敌人。此间山炮队

所有炮弹用尽,处于不能射击的状态”,“经过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重重苦难”⑤。日军各部会师之后,沿锦江东撤,
国军展开追击作战,于4月1日“克复高安、祥符观,续向万寿宫追击中”⑥。尽管国军战术运用得当,但中日双方

军队素质差别依然存在,日军最终突围,于2日返回原驻军所在地。
在与日军的战斗中,国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4月2日,罗卓英向蒋介石汇报称,上高战役“我军伤亡失踪

人数,约两万余”⑦。4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致电蒋介石称,“我伤亡约万五千余”⑧。各方数据虽有

差异,但可基本判定此役国军伤亡人数约1.5万至2万人。蒋介石在日记中亦提及,“赣北上高附近大捷,然我军

伤亡甚重,不觉转乐为忧矣”⑨。此次会战为“抗战四年来仅有的对敌取得包围歼灭战有利态势”。桂林行营办

公厅所发的《上高会战经过与检讨》亦称:“此时我七十四军全军迎击于前,七十军尾击于后,四十九军(欠一师)侧
击于右,七十二军围攻于左,战斗态势既形成于四面包围,而复以最优势之兵力,对此包围圈内后援已绝之敌一举

而尽歼之,非力所未逮,不图于包围圈南北直径缩小至五公里之时,敌意突围逃窜,卒未能达到歼灭之目的,不无

遗恨耳”。
战争接近尾声之际,发生了一件颇为有趣之事,即各大报纸皆报道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的师团长大贺茂已阵

亡。如《申报》在3月31日便以“赣北大捷声中 日师团长阵亡”为标题进行报道;《中央日报》更是在极醒目之位

置,以“赣北捷报摧毁敌巢 敌酋大贺被我击毙”为题进行报道。连蒋介石在其与各军事长官所发的电报中都称,
“据虏获文件判断,大贺茂师团长在毕家村附近被击毙”。4月3日,重庆方面的军委会发言人称,“据俘虏供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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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20300-00013-061。按:贺耀组原名贺耀祖,早在国民革命时期,贺耀祖已将其名改为“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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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行营办公厅《上高会战经过与检讨》,江西省上高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江西省上高县文化局编《抗日战争 上高会战史料选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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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北大捷声中 日师团长阵亡》,《申报》1941年3月31日,第3版。
《赣北捷报摧毁敌巢 敌酋大贺被我击毙》,《中央日报》1941年3月2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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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贺师团长已阵亡”①。4月10日,罗卓英向蒋介石汇报上高会战情形时也指出,“毙敌大贺师团长”②。事实上,
大贺茂并没有死,他的死亡信息是一种误传。不过,从上述史料可以判断大贺茂阵亡的消息出自日军文件或俘

虏。而对国民政府来说,赣北大捷已经足以宣传庆祝了,没有必要为了吹嘘而专门编造一个可以被轻易戳破的谎

言。日军方面,连师团长之生死都出现误判,可见日军当时之狼狈与混乱。
日军之伤亡惨重且未达到作战目的无庸置疑,但日军之伤亡数字则是一笔糊涂账,中日双方无疑都会采取有

利于己方的统计。日方称伤亡千余人,甚至称第三十三师团后期十分艰难的救援作战仅伤亡四百余人③,盖不足

信。但国军方面的统计也不统一。日军出动人员大概四万两千余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所出综合战报称“敌伤亡

约万人”④。然而,同为国民党官方编写的《上高会战经过概要》则记述,“敌三三师团主力被我击破,伤亡过半,第
三四师团及独立第二十旅团被我歼灭十分之七”⑤。按此说法,日军伤亡必在半数以上,显然与之前的战报不符。
报纸祝捷的文章则更为夸张,如称“被困之敌,除少数漏网外,余均解决”⑥,“卒将其各路兵力悉行歼灭”⑦,诸如此

类的描述不一而足。在战争期间统计精确的伤亡数字固然不易,但夸大敌方之伤亡也是常有的现象。
总体而言,在上高会战的战斗中,国民政府方面化被动为主动,充分利用了日军战术配合上的失误,大胆由非

决战正面抽兵,灵活调动兵力以形成包围之势,获得在战术运用上的成功。但两军战斗力的差距依然存在,国军

在战术和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尚未能全歼日军。显然,当时中日两国国力与军力之差距不是可以随人的主观意

志而迅速弭平的。即便是战术的成功与兵力的优势,也不能完成消除中日双方军队战斗力的差距,抗战之艰辛由

此可见一斑。
四 余论

上高会战是国民政府打得比较成功的一场战役,值得称赞和肯定。从日方宏观战略来看,随着抗日战争转入

相持阶段,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成果十分有限,故急欲谋划南进以打开新局面。日本有限的国力与膨胀的野心之间

的矛盾使其难以作出妥善的战略选择,故而其意欲在南进前通过一系列积极作战来解决“中国事变”,而上高会战

正处于日军此次积极作战的时期。《大公报》社论指出,日军“企图打通各交通要线,巩固其侵占点线,使日本一旦

南进,海军及大部运输舰转用于国际大冒险后,其深陷中国战场之百万大兵,不致全部僵化,更使我军无法乘机作

有力反攻。前此东京扬言缩小战区,以及最近之高唱短期‘结束事变’,继以‘全面扫荡战’之发动,其企图即在此。
但今年以来的几次战役,显然把这些企图都粉碎了! 上高会战的大败,使它无法进行浙闽赣之大包围,以切断我

后方及沿海区之交通”⑧。日军解决“中国事变”企图的失败,上高会战对此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对国民政府而言,其在正面战场上败多胜少,上高大捷让国民政府兴奋异常。国民党在八中全会宣读战报

时,“全体中委,欢欣鼓舞,兴奋异常”⑨;蒋介石指出,“赣北上高附近大捷为一年来最大之胜利,敌自此更不敢深

入”;何应钦称,国军上高会战为“开战以来最有精采之作战”;贺耀组也称,上高会战“为开战以来罕有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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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卓英将军对第七十四军高级官佐训词》,全国政协《闽浙赣抗战》编写组编《闽浙赣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243页。
《蒋中正出席八中全会听取报告又亲临主持全体谈话会对于党务经济与粮食管理等问题均有指示并记本星期反省录上高附近大捷为一年来

之最大胜利……》(1941年3月29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民国三十年三月,档号:002-060100-00150-029。
《上高会战成果最大 影响今后作战指导》,《中央日报》1941年4月5日,第2版。



果”①;中央训练团特别党部称,“此次赣北大捷,关系整个抗战局势,至深且巨”,“新国际之视听,奠胜利之宏

基”②;桂林《扫荡报》社论更是称上高会战对日军“南进打击至为重大”,“从此次赣北大捷,更树立了中国成为亚洲

反侵略势力的中心地位,在倭寇南进的前途,划了一道悲惨的阴影”③。诸如此类的评价恐有拔高之嫌,但为胜利

作舆论宣传则可以理解。毕竟,上高会战是一次成功的围歼战,这在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上是极为罕见的。
对此作适当的宣传,对于鼓舞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有积极意义。不过,对于这种宣传,时人也持有不同意见。如

桂林行营办公厅所出报告称,“综观本会战之战斗经过,以战略战术而言,我已有长足进步,惟视为空前大捷,不根

据战斗之真正面目,而从事喧染殊为不当”④。可见,即使是国民政府内部,也有人认为对上高会战有宣传过度之

嫌。
在上高会战中,民众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军民配合密切,这是上高会战得以胜利的重要保障。罗卓英指出,

“民众用命,彻底破坏交通,使敌解除优势装备”,“后方勤务良好。兵站设施,年来以渐臻健全,兵站人员及地方民

众,亦极努力”⑤。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上高县县长为中共地下党员黄贤度,且上高县也有中共的地下党支部。由

中共党员部分掌控的上高县政府为会战做了大量工作,“上高县政府平时对民众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对

于驻军,也曾利用军民杂居的条件,对官兵们进行爱国宣传”⑥。在县政府的积极动员下,有近三万民众被动员起

来。上高会战中被动员的民众为战争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一,破坏敌军交通,阻碍日军行进步伐。在上高会

战中,罗卓英致电蒋介石称,由于民众对日军“道路破坏,敌战车与炮兵不能大量使用”⑦。日军后方交通因受到破

坏,使其“优势装备不能尽量发挥”⑧。罗卓英在《上高会战概述》中也指出,在会战中,“民众均能努力服行任务,尤
以交通破坏,特见彻底。不但使敌机械化部队不能运动,即驮马行走,亦感困难,致其追送补给,仅赖人力,当战斗

达到顶点,被围困后,不得不以飞机运投粮弹鞋袜矣”⑨。其二,保障中方后勤补给,稳定后方。由于后勤人员和民

众的支援,国军的后勤补给充足。国民政府事后总结,本会战于敌进犯时,对于派出之兵站各地弹药,“得全部抢

救后运,无一损失”,而会战进行中及追击时,“补给复极圆滑,使部队得专心作战,此于会战胜利亦有功也”。其

三,敌后游击,协助作战。安义县城当时已经被日军占据,日军“调动频繁,增减无定”,安义县政府“乃把此时机,
发动一切武力,民力,物力,乘隙以攻,以少克众,协助上高正规军,展我困敌扰敌歼敌之游击战,为时一月,奉命先

后完成追占滩溪,攻克峤崚,袭入县城之主要任务,并不断破坏敌之交通,袭扰敌之据点,加强经济封锁与抢运陷

区资物等工作,使敌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受我牵制,企图动摇”,有力地策应了在上高作战的正规军。民众动员

颇见成效,归根结底是日军之侵略暴行点燃了中国人民的怒火,这是全民抗战浪潮中所爆发出的人民伟力。
上高会战后的抗战走向才是时代的关键问题,毕竟一场局部胜利不能改变大局。无论是报纸,还是国民政府

的军事报告,皆称国军越战越强。何应钦在采访中讲:“全军得此捷报。非常兴奋,而各级指挥官更将因此而增大

其旺盛之战斗意志,故判定我军今后之作战行动,亦将因此而愈形活跃也。”据《王子壮日记》记载,蒋介石在

1941年3月31日总理纪念周上讲道:“在军事方面,由最近鄂西赣北之捷,可证明我军事布置之进步,敌人完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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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决定在预定之决战地点予以歼灭之打击,致敌二师团之兵力损失在一半以上,如果敌人无战车等重武器,必
将予以全部消灭。由此以观,军事方面以后决无问题。”①他们对以后的军事问题颇为自信,然而国民党军队在同

年5月的中条山会战大败,“抗战以来最有精采的作战”之后仅一个月,便迎来了“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蒋介石

在日记中称“晋南中条山阵地失陷”,“为从来所未有”②,“军事方面以后决无问题”遂成为空谈。国民政府军事领

域的一系列问题与缺陷,并不是一场局部大捷就可以改变的。而日军抱有重望的夏秋时期所发动的攻势(主要指

中条山战役和第二次长沙会战),也不能使国民政府屈服,其在1941年解决“中国事变”的战略企图遂完全失败。
野心膨胀的日本于1941年底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无限膨胀的野心最终使日本军国主义走向灭亡。

全面抗战时期,尤其是中日进入相持阶段后,正是这样一场场看似不影响总体战局的中小型战役,构筑起了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抗战支柱,这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上高会战正是其中之代表。战役

中所表现的伟大抗战精神,不会因其在总体战略的地位是否重要而有高下之分;上高会战中英勇奋战牺牲的将士

与支前民众,永垂不朽!

StrategicandTacticalGameBetweentheChineseandJapaneseArmiesinthe
BattleofShang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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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BattleofShanggaoin1941wasthesweepingbattlelaunchedbytheJapanesearmywiththe
goalofattackingthecombatcapabilitiesofthe19thGroupArmyandplunderingmaterials However Ja-
panwasstrategicallyunstableandinastateofself-contradiction Intermsoftacticsandmilitaryopera-
tions varioustroopsalsofailedtocooperateeffectively ultimatelyfallingintotheencirclementofthena-
tionalarmyandcausingheavylosses Beforethewar thenationalgovernmenthadarelativelyaccurate
understandingoftheJapanesearmyspossiblestrategyofadvancingsouthward Atthesametime the
NinthTheaterCommandalsohadahighdegreeofvigilanceandclearjudgmentonthepossibilityofJapa-
neseattacksintheShanggaoandGaoanregions andhadmadeaseriesofpre-warpreparations During
wartime thegeneralsofthenationalarmycommandedproperlyatallstages wereabletotaketheinitia-
tive andthearmywasabletocompleteestablishedtasksaccordingtothecombatplan Undertheappro-
priatearrangementofthenationalgovernment thisanti-sweepingwarevolvedintoaquitesuccessfulen-
circlementandannihilationbattle andtheShanggaovictorywashailedasthemostwonderfulbattlesince
thebeginningofthewar  Inshort theBattleofShanggao asarepresentativeofmedium-sizedbattles
duringthecounter-Japanesewar hascertainresearchvalue 
Keywords mediumscalebattlesincounter-Japanesewar BattleofShanggaoin1941 ChineseandJapa-
nesearmies strategicandtactical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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